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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日本首都圈协同发展及
对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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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首都圈协同发展经验显示:互惠性偏好是在权威、外部性与利益合理整合基础上，由内生的城市发

展压力推动而成 ; 空间通达性体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的连通性与便利性上 ; 双重互补性包括产业互补与城市功能互

补 ; 外部介入体现为以法律 －规划 －报告 －评估为主体的正式制度约束以及协商、社会组织等多元机制。在上述

四元概念模型框架下，区域的协同发展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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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沿长江经济带与新丝绸之路成为新时期我国发展战略向纵深拓展与协调空

间布局的三大支点。其中，京津冀区域是现代化新型首都圈的拓展区与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区，这

一区域的协同发展对于打造新的增长极、完善区域治理的体制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具有重大意义。常态化、规范化的区域协同对话机制对于区域内基础设施共建、产业转

移、环境保护联防联控等重大问题的解决也具有重要作用。［1］过去 30 年，中国快速平稳发展的重

要经验之一就是广泛而深刻的区域竞争，这使中国在空间上的优势迅速被转换成经济发展的速

度。［2］然而过度的区域竞争导致了资源浪费、行政低效、市场分割等负面效果，并制约了改革开放

的深化。由此，从区域竞争转向区域协同成为顺应趋势的战略调整。

区域协同发展是指，区域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密切、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发展上关联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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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各区域经济均持续发展的过程 ( 覃成林，1996 ) 。［3］与均衡发展所强调的缩小差距相比，

协同发展强调区域主体相互配合、共同发展的动态过程，体现为区域竞合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共赢

过程。协同是发展的手段，发展是协同的目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日本首都圈协同发展的经验分

析，揭示影响区域协同的关键因素，探寻这些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制，从而为京津冀协同

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二、日本首都圈协同发展的概念模型及经验分析

日本首都圈是指以东京为核心的一都七县。① 其范围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千叶县、

群马县、茨城县、栃木县、山梨县，占地面积约 3 ． 6 万平方千米，是日本国土面积的 9 ． 6%。2013 年

其人口达 4 354 万，相当于日本总人口的 34 ． 2%，城镇化率超过 80%，GDP 占全国总量的 38%，是

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

( 一) 协同发展的概念模型

区域协同的方式包括信息交换、共同学习、联合行动、共同筹资、合并经营等。Heeg 等 ( 2003 )

通过对欧洲的研究提出，欧盟存在 3 种以合作为主的协同方式 : 交换信息、共担任务和在市场规制

下的专业领域合作。［4］区域协同的机制包括变更辖区，实现区域空间再造 ( Keating，1997 ) ［5］; 建立

组织机构( Hamilton，1999 ) ［6］; 构建协同性社会组织 ; 依靠法律等制度 ( Walker，1987 ) ［7］; 构建伙

伴关系( 付承伟，2012 ) 等［8］。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认为不同区域间相互作用产生协同，需要满足 3

个基本机制 : 互补性 ( Complementarity) 、移动性 ( Transferability) 与介入机会 ( Intervening Opportuni-

ties) ( E． L． Ullman，1957 ) 。［9］通过对日本经验的分析，本文发现，日本首都圈的协同机制是在上述

三项机制整合优化基础上，以四元构架为主，即以互惠性偏好形成协同的动力，以空间通达性作为

协同的条件，以双重互补性形成协同的基础，以合理的外部介入作为协同的保障 ( 参见图 1 ) 。

图 1 日本首都圈协同发展的四元概念模型

( 二) 日本首都圈协同发展的经验分析 : 四元概念模型的运用

1 ． 互惠性偏好与协同发展的动力

行为经济学认为，社会认同下的互惠偏好能够有效提高协同水平 ( Fehr ＆ G chter，2000 ) 。［10］

日本首都圈能够形成协同，其中非常重要的动力是东京与周边七县具有互惠性偏好。这种互惠性

偏好的形成首先基于日本首都圈具有 3 个相对成熟的要素。

·66·

2015 年第 1 期

① 在第一次日本首都圈基本规划中强调以东京为核心，半径为 100 千米的区域 ; 在第二次规划中变更为一都七县，这个范
围一直延续至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



( 1 ) 权威
东京首都圈内部不同主体间具有非对称地位，其中东京都是核心权威。日本统计省发表的

2012 年经济统计调查结果显示，东京都的企业数量占全国 9 ． 8%，从业人数占全国 12 ． 9%，附加
价值额占全国 20 ． 3%，批发零售业的销售额占全国 32 ． 0%，这些指标均以绝对优势占据全国首位
( 日本统计省，2014 ) 。［11］东京都利用其有利的经济与政治条件，强调“突出首都圈，淡化都县市”，

基于首都圈广域联合自治体的战略精神，牵头首都圈的协同发展，体现了其作为首都的责任和义

务，得到了周边县市的拥护和支持，较为容易建立首都圈内的互相信任与互利共赢。
( 2 ) 正外部性
首都圈的合作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性。东京集中了约占全国 26%的人口，而周边区县则存在着

人口流入过少等经济乏力的状况。加强首都圈的协同，对于疏散人口、缓解交通压力、加快周边区
县增长等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东京都定期与国家各个行政职能部门进行对话，沟通业务。例
如，在东京都对 2015 年度国家政策与预算提出的要求书中，除东京都自身的课题以外，还包括地
方税收改革、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等需要整个首都圈成员县市共同应对的课题内容。“要求书”将
各项要求分门别类，按照“最重要”、“重要”等优先级别，明确指定国家相关部门负责和应对 ( 日本
东京都政策企划局，2014 ) 。［12］

( 3 ) 利益合理调整
“互惠性偏好”是一种基于回报的利他行为。这意味着互惠性偏好是有条件的，暗含着公平、
回报等补偿要求。日本首都圈在加强协同的过程中建立了利益补偿、利益分享、利益分配等激励
型方案与约束型方案相结合的利益调整机制，从而加快了互惠性偏好的形成。比如在第二次首都
圈整备计划中，就采用“内部限制”与“外部开发”并行的规划思路，在运用许可制、附加税等工具
进行东京都内部工业发展限制和办公设施限制的同时，在周边县市设置办公中心，将首都圈核心

与新开发业务核心城市作为结对城市( Pair City) 定向激励与投入，从而实现优势互补与合作开发。

在相对成熟的偏好要素基础上，日本首都圈的两大内在因素助推互惠性偏好的形成。一方
面，大城市病带来的承载压力。首都圈由于聚集大量人口，造成了“巨人症”和人口、资源高度密
集所带来的严重城市问题，如上下班混乱、通勤时间过长、住宅问题、交通堵塞、环境问题、周边绿
地蚕食、居民与企业负担增重等。日本政府在 20 世纪末就明确指出，东京已经达到了它作为国家
首都城市的功能极限。另一方面，特殊的灾害规避要求。日本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容易受到地震、
火灾及其他灾害的侵袭。在“3·11 大地震”以后，对于首都圈的防灾减灾以及功能的转移发生了新
的认识历史。日本的经验显示，有效的互惠基础与客观的现实需求共同形成了内生性互惠性偏好。

2 ． 空间通达性与协同的条件
在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路上，日本首都圈采用国际通用的成长管理型思路，即通过首都迁移或

产业转移等方式进行首都功能的疏解，从而缓解东京的压力。20 世纪 80 ～ 90 年代，日本积极推

动迁都选址活动，试图改革以东京为中心的城市结构。1998 年 1 月，国会等转移审议会第九次会

议提出了 3 个候选的转移目标地域①，然而后期由于迁都成本过高，转而采用多中心“分散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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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首都备选的 3 个地方分别是 : ( 1 ) 北关东地区 : 包括茨城县、栃木县、福岛县、宫城县，最远至仙台，这一地域将使首
都功能继续以东京作为母城，联系方便，实际的开发可能性较大 ; ( 2 ) 东海地域 : 包括静冈、爱知、岐阜 3 个县，最远可至名古屋，
这一区域位于东京地区和关西地区的中心，也是全国的中部地区，具有很好的空间区位 ; ( 3 ) 三重、近畿地域 : 包括三重、奈良、滋
贺 3 个县以及京都府，这一选址将使首都功能回到关西地区，能起到继承日本传统和文化的领导作用。



结构”的方式，打破了以单一中心和周边城市为主的放射状格局，增加东京都近郊地带业务核心城

市、发展广域交通等基础设施，将日本首都圈从单一中心依赖强的都市圈变为多中心自立性强的

都市圈。

( 1 ) 可达性

在这种总体战略下，日本首都圈首先以交通为突破口加大首都圈不同都县之间的空间连通性

与可达性。日本首都圈拥有全球最为密集的轨道交通网络，轨道交通线网密度为 0 ． 21 千米 /平方

千米，大约是上海的 3 倍，北京的 7 倍。日本首都圈的轨道交通对公共交通的分担率高达 35%，都

心区超过 50%。轨道交通线路呈轴向集中拓展，中心区 15 千米范围以内，以地铁为主，日运送量

超过 1 000 万人 ; 30 ～ 70 千米的近远郊以市郊铁路为主，日运送量超过 2 800 万人 ; 70 千米之外以

高速铁路为主。

( 2 ) 便利性

日本首都圈轨道交通发达，居民热衷于轨道交通①，重要的原因是车站与家的距离较近，一般

为 10 分钟左右路程。可以说，如蜘蛛网一般的轨道交通网为首都圈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

目前，日本首都圈仍然在加快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主要做法如下。第一，以举办大型活动

为契机，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东京为 2020 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地，为使主要场馆设施

布局在奥运村 8 千米范围内，具有紧凑型特点，首都圈高速晴海线以及国道 357 号线等项目正在

建设，环线二号线以及国道 357 的一部分已经开通。第二，加快交通工具间的连结。如建设东京

都中心与机场之间的“都心直通线”( 都心 －羽田机场 18 分钟，无换乘 ; 都心 －成田机场 36 分钟，

无换乘) 。

3 ． 双重互补性与协同的基础

协同发展的基础在于不同主体之间具有内在的互补性———经济层面的产业互补以及发展层

面的功能互补。日本首都圈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协同发展，主要依靠其在产业层面与功能

层面的互补基础。

( 1 ) 产业层面的互补性

第一，产业分工以市场选择为主。由于日本各级政府不考核 GDP，因此，企业根据成本收益进

行区位选择。随着经济发展，首都圈不同区位聚集了对地价要求不同的产业。其中东京地价最

贵，劳动力成本高，以第三产业为主，占比为 86 ． 1%，主要承担大型企业的总部功能。目前东京主

要的工业以出版、印刷业以及通信行业等高技术产业为主。距离东京较近、交通方便且地价相对

便宜的关东三县和山梨县则聚集了制造业功能。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的第二产业占比为
3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5 ． 7% ) ，但第三产业为 60%左右，低于全国水平。工业主要分布在东

京都周边的区域，基本形成了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石化工业等不同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工。其中有

色金属产业在栃木和茨城的比重在 5%左右，钢铁产业在千叶和茨城的比重较高，约为 10%左右，

且有增加的趋势。机械制造业在茨城和山梨的比重在 20%以上 ; 汽车等运输机械在群马、栃木的

比重较高。临海的千叶等地化学工业比重高于 20%，且有增长趋势 ; 石油、石炭工业在神奈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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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2012 年大城市交通调查报告可知，首都圈居民利用铁路通勤、上学的乘车时间都呈增长趋势，至 2012 年大约为 25
千米左右，而乘车时间大约以 60 ～ 74 分钟的人群最多，大约有 7 888 千人利用月票乘坐轨道交通。



千叶的比重持续上升。

第二，东京的产业转移加快了周边县市的崛起。东京都是日本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首都圈

各县市都瞄准了东京都的巨大资源群，各自通过精确的产业定位，以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蛋

糕”。以神奈川县接收东京都产业转移为例，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神奈川县横滨市以其雄厚

的近代工业基础，在东京湾沿岸大规模填海置地，辅之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吸引了大批来自东京

都的工厂企业。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了临海工业带和 67 个内陆工业园区，总面积
3 340 ． 9万平方米，入园企业 2 332 家，而这些企业近半数是东京城区转来的。东京周边地区正是

紧紧地抓住了产业转移的契机，采取措施，精确定位，不但帮助东京突破了产业发展的瓶颈，而且

还借机建立了贯穿东京、川崎、横滨长达 60 千米的日本最大的京滨工业带。

第三，突出优势，错位发展。由于各地以市场化发展为主，根据资源禀赋和城市功能分类理

论，首都圈各县市凭借各自的地理条件和产业基础，开辟具有首都圈内互补性的特色产业 ( 赵儒煜

等，2009 ) 。［13］即便在同一产业、同种资源的开发上，各区域也呈现出差异化。以观光旅游业为例，

千叶县等东部地区以海滨和牧场为主 ; 群马县等北部地区以山林为主 ; 山梨县等西部地区则以富

士山等世界遗产作为主打品牌 ; 南部岛屿地区则主要提供海岛度假系列休闲娱乐产品，无一重复，

各有亮点。

( 2 ) 城市功能上的互补

日本首都圈的发展也走过弯路。日本最初试图通过迁都或功能转移开展新城建设，后来才通

过城市功能的再配制形成区域型业务核心城市①促成了发展各异的自律性城市群 ( 赵城琦等，

2012 ) 。［14］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开始有选择地在东京集中全球经济功能。例如 : 建设成田机场国际

门户、临海副都心、幕张新中心、迪斯尼、横滨新中心等 ; 通过首都功能的转移与再配制建设了以筑

波研究园为主的新城和以办公功能为主的埼玉新都心 ; 通过国家级机构开发建设多摩新城。

在城市功能上将东京都定位为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 800 万人居住的场所。充实

国际金融功能、高层次公司的总部功能等能够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将闲置空地转换为优良

的高级公寓，营造市中心居住环境，促进临海部分的绿化。加强环状线交通、机场、港口、铁路等基

础建设。神奈川县、埼玉县等东京都近郊地区主要以开发商业、教育、文化、居住等功能设施为主，

成为东京都的住宅区，承担东京都的环保、废物循环利用、防灾据点等功能。群马县等首都圈北部

地区依靠自然资源，为首都圈供应水和电，也作为林业和畜牧业的基地提供相应产品。千叶县、茨

城县等东部地区发挥机场、港口以及研发基地集中的优势，强化首都圈的国际交流和工业功能。

山梨县等内陆西部地区注重加强和名古屋等中部地区的联系，同时推进富士山等世界自然遗产及

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南部岛屿地区则利用其天然资源，成为首都圈的度假娱乐后花园。

4 ． 政府介入的选择与协同发展的保障
( 1 ) 介入形式 : 法律与规划等正式制度

日本首都圈的协同形成了一套以法律 －规划 －报告 －评估为主体的正式制度约束，从事前、

事中和事后 3 个方面全程保障协同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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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京圈为了解决大都市依存问题，在业务上有各种功能、能够接受其配置、以消解都市饱和为目的的都市。据 1988 年
制定的《多级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而设立，归国土交通省管辖。



表 1 日本首都圈协同中的政府介入形式

介入形式 主要内容

立 法 《首都圈整备法》( 1956 年颁布，2005 年修订) 、《多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 1988 年)
规 划 5 次首都圈整备计划
报 告 规划形成后每年一次《首都圈整备年度报告》
评 价 《2000 年东京改新项目》

以综合性法律和专项法律为基础的法律体系。首都圈的建设发展以健全的法律体系为依据
( 智瑞芝等，2005 ) 。［15］早在 1946 年日本就颁布了《特别都市规划法》，1950 年出台《国土综合开

发法》、《首都建设法》等。1956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首都圈整备法》①与《首都圈市街地开发区

域整备法》作为建设首都圈的基本法。在第一条“目的”中，“整备法”就对首都圈的整体定位做出

了明确规定，要“建设成符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的首都圈，谋求有序发展”。此后，该法

虽几经修订②，但长期以来都是首都圈协同发展最根本的法律依据。随着首都圈的建设发展与规

划的实施，相关法律也在不断补充完善。例如，在第一次首都圈整备计划之后，根据整备计划提出

的绿带建设和中心都限制等方案，提出了《首都圈既成市街地工厂等限制法》、《工业整备特别地

域整备促进法》。为解决东京过度密集问题，加快首都功能分散，日本政府于 1988 年出台了《多

极分散型国土形成促进法》。依据此法，1999 年，日本政府开始分期分批建设“业务核心城市”，

构建首都圈“点、带、面”的分散型网络状城市结构。

此外，日本政府还就专项课题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例如，在调整首都圈产业结构，促进产业

转移方面，日本政府从 1959 年起先后制定实施了《工厂限制法》、《工厂再置促进法》、《工厂设立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前后衔接一致的规划体系。日本的规划体系分为三大层面。第一类是全国规划，如国土交通

省分别于 1962 年、1969 年、1977 年、1987 年和 1998 年制定过 5 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第二类是

广域规划，如“首都圈整备计划”，这是首都圈协同发展的规划与具体实施导则。国土交通省根据

日本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为解决当时所面临的不同课题，先后于 1958 年、1968 年、1976 年、

1986 年、1999 年制定 5 版“首都圈整备计划”。首都圈整备计划由《基本篇》和《整备篇》③构成。

涵盖了日本经济从战后复苏、高速增长以及泡沫经济破灭至今的发展历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鲜明的时代特征( 张辉，李巧莎，2007 ) 。［16］第三类是东京都规划，是专门针对东京都的特定问题

进行规划，包括 1970 年“东京都中期规划”、1982 年和 1986 年“东京都长期规划”、“东京构想
2000”以及“东京都展望规划”( 2001 年版，2009 年改定) 。

不断更新的首都整备圈年度报告。首都整备圈年度报告每年发布一次，用于监测与考评整备

圈计划的实施与推进情况。最新版的 2013 年度日本首都圈整备年度报告主要包括如下特点。

( 1 ) 提出前瞻性的远景。日本政府提出了“氢元素社会”( 燃料电池车 ) 以及“可继承性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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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语中的“整备”一词包括整治、配备、维修、维护、保养和调整情况或状态等多种复杂的含义，其词义的外延要大于汉语
的“建设规划”。
最近一次是 2005 年，伴随着国土计划法体系修订，首都圈整备法也得到了修订。
《基本篇》从长期综合的视角出发，明确了今后首都圈整备的基本方针、目标以及为了实现该目标应采取的措施; 《整备

篇》则制定了在现有街区道路、近郊整备地带以及城市开发区域等地区，兼顾主要广域整备的视点，关于道路、铁路等各种设施
的整备的根本方向。



等概念，作为未来首都圈发展的关键词。( 2 ) 推进首都圈广域地方规划，通过多个主体的联动，推

进规划中制定的 24 个项目。在 2013 年 10 月召开的首都圈广域地方规划协议会上，实施对规划

进展程度的监控。( 3 ) 加快转移区域的整备，如整备筑波研究学园城市。这是针对缓解首都圈现

有街区人口的过度集中的进一步推动整备工作。已经搬迁或在该城市新设的国家部门已有 32 个

机构。( 4 ) 推动国家行政机关等的转移，有序推动国家行政机关办公地以及特殊法人的主要事务

所由东京都内向外搬迁的工作。2000 年和 2005 年，又分两批实现了对警察厅关东管区警察局、

国立极地研究所等 22 个国家行政部门及科研机构的转移，从而缓解了首都行政压力( 日本国土交

通省，2014 ) 。［17］现行的“首都圈整备计划”将于 2015 年到期，2014 年 7 月，为了应对人口急剧减

少和少子化、社会人口老龄化、防灾减灾和基建设施老朽化、城市间竞争和全球化等问题，国土交

通省又发布了《日本国土整体设计 2050》( 日本国土交通省，2014 ) 。［18］因此，《日本国土整体设计
2050》将影响到首都圈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定量化的评估与监测标准。为形成精细化的决策模式，日本对整备计划的实施与效果形成了

较为明确的考察标准和定量指标。比如为提高都市圈活动的效率，针对规划中提到的国际性活力

先导区、新活力创出区、广域协作据点区、个性自立区和亲自然型居住区分别以都市功能与居住功

能平衡、就近就业、实现步行生活、扩充生活支援功能为目标建立考核指标。以就近就业为例，其

考核标准为 : 大幅减少通勤时间在 60 分钟以上的人口，国际性活力先导区减少约 19%，总体减少
60 万人 ; 平均通勤时间控制在 36 分钟左右，使未来国际性活力先导区和巴黎一样 ; 让老龄人能够

获得通勤时间在 30 分钟内的工作机会。

( 2 ) 介入机制

在经历了战后经济复兴阶段的首都建设委员会 ( 1950 年 )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首都圈整备

委员会( 1956 年) 以及中央部门重组后的国土综合开发厅 ( 1974 年) 的变迁之后，至 20 世纪末，首

都圈已经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协同程序( 王郁，2005 ) 。［19］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

中央政府部门调整、地方分权改革等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协同呈现出“多方参与，共建共

管”的局面，主要通过首都圈成员县市的联席会议制度来实现。一直以来，东京都等首都圈成员县

市通过参加“全国知事会议”等方式，谋求全国性的广域政治联合与协同发展。但是，其中与首都

圈发展最为密切的行政协同机制是“九都县市首脑会议”。“九都县市首脑会议”是日本首都圈在

行政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推动协同发展的主要运营平台。这一联席会议主要由首都圈的各个重要

县市参加，由专门的事务局负责运营。除政府部门以外，会议还定期邀请来自产业界、商界、学界

等其他领域的相关人士参加，咨询商议危机管理、环境保护、垃圾处理等涉及整个首都圈的广域课

题。九都县市首脑会议突出了东京都以及其他主要县城的重要地位，形成了各县市首脑定期磋商

的机制，成为了首都圈建设发展的协商和决策中心。在 2014 年召开的九都县市首脑会议上，各县

市首脑提出 : 在政治上，要求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争取在地方税收等方面获得更多的地方权利 ; 在

行政上，要求进一步强化首都圈的整体城市功能 ; 在经济产业上，为实现氢元素社会而共同协作 ;

此外，在诸如养老护理、医疗制度、育儿支援等其他合作领域也达成了广泛共识。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市场机制逐渐健全，日本政府逐渐转变职能，以引导为主，不再过多

地直接干预经济生产。例如，日本经济产业省专设关东经济产业局，负责关东地区( 行政版图基本

和首都圈一致) 的经济产业指导工作。各个地区的产业主管部门下又设置负责各地区各行业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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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部门，如关东地区整备局就下设了机场港湾整备部、道路整备部等相关部门，分别管理专门

的行业领域。首都圈正是通过这种对口专业引导，既保持了行政对产业的影响力，又防止了政府

对市场和产业的过度干涉。

社会组织是除行政引导以外的另一种有效协同方式，也是日本政府在转变职能时动用的新兴

力量。现在，社会组织的活动与首都圈的产业发展密不可分。例如，关东经济产业局充分利用了

诸如 TAMA( 首都圈产业活性化协会) 等社会组织以实现实际操作层面的产业合作。据内阁府数

据统计，截止至 2013 年，东京都认定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为 9 355 家，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 倍

( 日本国土交通省，2014 ) 。［17］可见，在首都圈协同过程中社团组织占据重要位置。此外，在专业

性比较强的行业领域，跨地域的行业协会以及组织机构也会起到积极作用。生物能源是近几年来

新兴发展起来的产业。首都圈生物网络协会主要依靠以东京和横滨为中心从事生物技术研发的

产学研机构进行业务磨合与商业合作，从而推动首都圈生物能产业的发展。

三、日本首都圈经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启示

京津冀区域的人口总量为 1 ． 5 亿，国土面积为 20 万平方千米，①土地总量是日本东京圈的 7

倍，人口总量是东京圈的 4 倍，其单位国土面积上所吸纳的人口大约与东京圈相当，②但 GDP 在全

国占比仅为东京圈在日本占比的 1 /3。③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协同创造更多的社

会价值，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然而对比日本东京圈的区域协同发展，京津冀存在着不同区域

之间互惠性偏好不足 ; 城市之间的空间通达性有待加强 ; 产业与城市功能的双重互补性不足 ; 政府

介入机会过多，介入形式的科学性不够等多种问题，未来应在如下 4 个方面进行借鉴与深化。

( 一) 以成长推动型战略为指导加快互惠动力的内生化

日本首都圈能够形成互惠偏好，最关键的原因是东京的权威引领、正外部性以及利益的合理

调整。京津冀区域有两个特大城市，单纯依靠硬性疏解等成长管理型方式很难解决深层次矛盾，

应该强调“成长推动型”战略，以北京为核心权威，按照“首都圈—京津同城化—京津冀—环渤海”

的发展路径推动整个区域的协同发展，做大区域总量的蛋糕，形成正的外部性。在发挥核心权威

与正外部性效应的基础上，建立以激励性方案与约束性方案相结合的利益调整机制。构建以利益

分配( 如跨区域高速公路收费) 、利益补偿( 如环境污染补偿资金) 与利益共享( 如地方政府按比例

共享税收) 等为基础的多元利益调整内容，以利益调整内容为核心建立激励性协商方案，引导各地

共创共享“协同红利”。通过建立区域间的约束性协议加以配套，对违反协议的地区明确其需要

承担的经济赔偿或政治责任，以惩罚的落实维持合作的稳定，并从单一的行政约束走向包括法律、

行政和社会的多元化约束。

( 二) 以交通为重要突破口推动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构建，可以使协同范围从 60 多千米拓展到 100 千米，甚至 300 千米范

围。京津冀的干线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国家干线公路网发展水平并不亚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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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区域中，京津两地 2 ． 8 万平方千米，人口约 3 600 万，其占地和人口总量比日本东京圈略低。
日本东京圈用占全国 9 ． 6%的土地吸纳了全国 34 ． 2%的人口，京津冀用占全国 2 ． 26%的土地吸纳了全国 8%的人口。
日本东京圈 GDP占全国 GDP总量的比重为 38%，但京津冀仅占全国的 11%。



铁路网是全国最为密集的地区。在协同发展中应遵循交通基础设施→环境→产业→民生与社会

渐次协调与合作的路径。以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为突破口，推进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按

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度超前、安全可靠的原则，在协同发展中完善开放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清洁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人水和谐的水利工程、便捷高效的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城市

群交通、能源、水利和信息基础设施现代化。重点加强北京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交通连结 ; 新建京

津第二城际 ; 建立京津冀一小时高铁交通圈 ; 构建多种制式并存的同城化、公交化、高密度通勤快

速铁路网络 ; 创新运营模式，优化联程联运，实现零阻抗互联互通等。

( 三) 破除行政体制障碍，加快城市经济与社会要素的互补化

京津冀协同的基础是产业与功能的互补。从产业类型来看，北京与河北的同构化产业主要是

电力与石化 ; 京津同构的产业主要为交通运输、电子信息、石化等 ; 天津与河北同构的主要为金属

冶炼与石化。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应摒弃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立足于企业或产业

的市场选择与区位选择进行产业布局。一，全面深度分析京津冀三地的资源基础、产业分工、城市

要素等禀赋状况，客观认识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分工 ; 二，以京津冀三地已有的重点产业为基础，考

虑特定产业的最佳规模经济，加快通过兼并和混合所有制方式形成以规模经济为主的空间整合 ;

三，以发展阶段为主，根据京津冀三地在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错时错位发展。

北京处于工业化的高级阶段，重点以政治与文化相配套的服务功能为主 ; 天津处于工业化的中高

阶段，重点以物流、中高端制造为主 ; 河北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重点以资源供给、制造加工为

主。在这种基本定位下，进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经济资源等整体布局，强调细化产业形态的互

补与产业形态雷同下的产业具体环节与品类互补。

在城市功能上，以持续发挥城市群的聚集作用为目标，以增加城市群份额、共享城市群资源和

利益为主，在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定位与城市定位的复合定位基础上，考虑有效发挥北京在京津冀

协同中的政治与文化核心作用，天津在京津冀协同中的区域经济核心作用，河北在京津冀协同中

的服务与配套作用，在城市定位基础上优化不同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与专项服务能力，加快城市

在工业发展、生态修复、人才吸纳、港口建设、综合服务等方面的功能建设与互补配套，最终打造体

量大、增长快、弹性足的世界城市群。

( 四) 以精细管理为基础促进协同保障的制度化

建立国家层面的专门领导机构。建立国家 ( 法律 + 国土规划 ) →区域 ( 首都圈规划 ) →地方
( 县 －城市) 等不同层面的协调组织，丰富以区域协同领导小组、城市合作框架协议、市长联席会

议等为主要形式的管理机构，结合分权、部分授权、联合等多种方式完善管理机构的设置，形成磋

商沟通常态化。针对每项设计与规划的目标、定位、内容等均有定性和定量评价标准。目前京津

冀三地的保障制度较为分散，亟需建立以法律 －规划 －政策 －报告为主体的协同发展制度体系，

建立完整精准的设计 －规划 －实施 －评价过程，促进协同发展的机制化、制度化与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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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Capital Ｒegion of Japa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model composed of the reciprocal preference，spatial accessibility，dual
complementarity，external selection．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reciprocal preference is promoted by the city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ressure on the basis of reasonable integration of authority，externality and inter-
est; spatial accessibility is reference to th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and convenience;
complementary is including industrial and urban function; and shows that external intervention is embodied
in Law － Planning － Ｒeport － Evaluation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formal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nego-
tiation，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negoti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of Japan，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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